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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质量评价研究多为客观、专业化评价，较少从常人角度测量居民或游客对环境质量

的评价或感知。而常人的评价可能影响其环境行为，进而促进环境保护。通过调查北京、上

海、海南三地游客对居住地、旅游目的地、全国三个空间尺度以及当前、未来两个时间尺度的环

境质量感知，分析旅游者环境质量感知的时空偏差。研究发现：（1）受访旅游者当前环境质量

感知与全国相比存在乐观偏差，即“空间乐观”；与旅游目的地相比却是悲观倾向，即认为居住

地环境质量不如旅游目的地；未来环境质量感知存在明显的乐观倾向，即“时间乐观”。（2）各省

市旅游者对当前环境质量感知存在差异，与客观环境质量评价（EQI值）对比，安徽等8个省份

的旅游者相对乐观，北京等7个省市旅游者则相对悲观；各省市旅游者未来环境质量感知的乐

观偏差程度也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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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50年里，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改变比人类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都要迅速且剧烈[1]。

自1970年的世界地球日起，环境议题迅速拥有了广泛的知名度，“环境问题已经渗透到

所有国家的公共议程”[2]。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环境问题随着经济突飞猛进而日益凸显，

生态环境质量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在此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

环境保护处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位置。而环境质量评价是正确认识生态环境问题，把

握环境演变规律的前提和基础[3]。

环境质量这一概念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两者的区别在环境心理学领域得到广泛

讨论[4]。20世纪60年代，指数评价法开始应用于环境质量的客观评价，格林大气污染综

合指数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气和水体质量指数得到认可。各个国家也相继把环境影响

评价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个人对环境质量的主观评价也受到较多

关注，因为个体的环境质量评价影响着个体的环境态度和行为，如对国家环境政策的接

受程度、亲环境行为等[5-6]。并且，环境治理的社会参与机制要求了解公众的环境态度和

环境行为。然而，个体的环境质量感知和环境态度并不总是一致的，以往研究发现不同

国家居民对环境质量评价具有不同的乐观或悲观倾向[7-8]，但很少有研究分析来自相同文

化背景的个体在评价环境质量时是否存在相同的乐观或悲观倾向；以往关于个体环境质

量评价研究的空间尺度多为周边环境，缺少对多个空间尺度的比较研究[5]。少数此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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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人们更倾向于高估自己本地的环境质量，而低估更远或更大尺度空间的环境质量，

出现环境质量评价的“空间乐观偏差”。同时，人们对未来的环境质量普遍持悲观态度，

认为未来的环境质量会越来越差，即出现了“时间悲观倾向”。

当前旅游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据统计，2017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50亿人

次。大规模的旅游流动会对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系统构成巨大压力[9-10]，而改变旅游者

的行为方式有助于减轻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与普通居民相比，旅游者更多

接触当地环境质量相对较好的区域，可能导致其对环境质量感知的时空偏差存在不同于

普通居民的特征，而旅游者的环境质量感知特征可能会影响其在居住地和目的地的负责

任环境行为。因此，旅游者的环境质量评价研究不应被忽视。

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以北京、上海、海南三地旅游者为调研对象，从居住地、目

的地、全国三个空间尺度，当前、未来两个时间尺度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完成三个研究

目标：（1）检验旅游者环境质量感知是否存在空间及时间偏差；（2）与以往研究对象居

民相比，旅游者环境质量感知有何异同；（3）各省市旅游者环境质量感知是否存在差异。

1 研究综述

1.1 环境质量感知

环境质量感知是环境心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是个人或群体对环境问题具有理性洞

察力的认知部分[11-12]。不同情境下，环境质量感知也被称为环境风险感知。环境风险感知

研究更倾向于关注环境的负面评估，Heath等[13]建议衡量尺度应该是中性的，因此本研究

中要求受访者评估环境的“质量”而不是“风险”。风险感知是个体和群体在有限和不确

定信息背景下对风险的直观判断[14-15]，健康领域的风险感知研究较早发现了乐观偏差现

象。研究者发现，个人感知到自己患心脏病的风险要低于其他人，称之为虚假乐观（Un-

realistic Optimism） [6,16-17]。与之类似，在环境风险感知领域，也存在这种感知偏差。环境

乐观偏差被定义为“人们认为其他人更容易受到环境问题的有害影响”[18]。例如，Wein-

stein等[19]发现即使没有测试过自己家氡污染的居民也认为他们的风险比邻居要低。

21世纪初，Hatfield等[20]比较早地对环境问题的乐观偏差进行了研究。他们使用包含

31 个环境风险题项的泛环境评估清单 （The Expanded Environmental Appraisal Invento-

ry），采用实验法测量大学生及社区居民环境风险感知，结果发现乐观偏差仅存在于五个

测量维度中的两个。在此之后，Pahl等[21]使用改良的测量量表却发现五个环境风险感知

的维度均存在乐观偏差。与前两个研究不同，Gifford等[22]使用了未来环境量表（Environ-

mental Futures Scale）测量环境质量评估的乐观偏差，其测量维度包含了自然环境质量、

建筑环境质量及处理环境问题的能力等，研究发现个人对环境质量评估存在空间乐观偏

差和时间悲观趋势。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越来越关注导致环境感知存在偏差的原因和影

响因素。Schultz等[23]的研究表明更快乐、更年轻以及来自更小社区的个体，其环境问题

感知的偏差会更大。而地方感、地方认同也会导致个人在评估不同空间尺度的环境质量

时存在乐观偏差[24-25]。Sarabia等[26]研究发现媒体信息的可信度及个人的消极情感也会影响

其对环境灾害的感知偏差。与之相似，Yang等[27]也发现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会加剧个人

的不愉快感，但这种消极的情绪体验即使在空气质量改善之后仍会压倒公众记忆，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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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感知的偏差。

1.2 环境质量感知空间偏差

多数情况下，乐观偏差集中于个人风险感知与他人的比较之间，但是在地理空间尺

度上也存在这种现象。根据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当环境问题发生在更

偏远的地方（spatial）时，个人对环境问题的评价会更差[28]。Dunlap等[2]发现，让12个发

达国家中的受访者对自己居住的地方、全国和全球的环境质量进行比较时，三个空间尺

度环境质量“糟糕或非常糟糕”的比例分别是 20.5%、30.9%、79.3%。在同一研究中，

还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受访者比发达国家的受访者更关心当地的环境问题。当然，与 Ingle-

hart“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相反，Dunlap并不认为国家富裕程度会对公民的环境关心水

平产生重大影响，环境问题应该是全球关注的主体[29]。而更多的研究发现，社会认同、

地方依恋、文化因素等都会导致公民对本地的环境质量更加的乐观[5,20,24-25]。

1.3 环境质量感知时间偏差

“虚假乐观”在解释时间维度上的个人风险感知依然适用。Weinstein[6]在调查 258名

大学生关于未来事件“虚假乐观”的研究中发现，被访者预测自己经历积极事件的频率

高于平均水平，经历消极事件的频率低于平均水平。Chambers等[30]也认为人们对于未来

的事件经常会过于乐观。但Adam等[17]却给未来“虚假乐观”一个“警示”，他认为相关

研究的测量量表并不充分。而另一方面，时间贴现理论认为，随着知觉者的社会、空间

和时间成本增加，问题的重要性则会下降[31]。也就是说，与未来的利益相比，个人会更

可能选择眼前的便利；或者认为未来的事情重要性不如当前。然而，环境问题恰恰就是

缓慢发生，而且对未来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尽管有研究者认为这种时间贴现与环境风险

感知的关系并不显著[32]，但却缺少不同空间尺度上的研究佐证。Dunlap等[2]调查多个国家

的受访者 10年前、现在和 25年后环境问题对自身健康的影响程度，结果大多数人认为

25年内环境会严重危害到个人及其家庭的健康。Gifford等[22]对18个国家的公民环境质量

评估调查中发现，当地、全国及全球三个空间尺度上均存在未来环境质量评估的“时间

悲观”。因此，未来环境质量感知“时间悲观”或“时间乐观”仍然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

来验证。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测量量表

本研究采用的环境质量感知量表是“未来环境量表”（The Environmental Futures

Scale，EFS）的一部分。EFS是Gifford等[22]开发、测量公民个人环境质量感知的时空乐观

或悲观的量表，分别包含20个关于当前和未来环境质量的测量题项。当前环境质量子量

表旨在测量旅游者对现在环境质量状况的感知与评估，未来（20年后）环境质量子量表

旨在调查旅游者认为未来环境质量的变化。本研究剔除不适用于旅游者环境评估的8个题

项，保留了12项涉及自然和人造环境质量、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等指标。具体题项包括

“生物多样性的程度”“人造景观的美学质量”“垃圾管理”等。每个题项分为三个空间尺

度去评估，分别是“居住省份”“旅游目的地省/市（北京/上海/海南）”“全国范围”；包

括两个时间尺度：“现在状况”“20年后的变化”。题项测量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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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1~5表示“非常糟糕—非常好”，“20年后的变化”-2~2表示“糟糕得多—好得

多”。量表最后还涉及到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家庭状况。

2.2 数据来源

调研地选择在北京故宫、上海外滩、豫园和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选择这三个调研地

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第一、这三个调研地是国家乃至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其旅游者

吸引范围较大，能尽量覆盖各个省市的旅游者，扩大受访者居住地的空间范围；第二、

这三个调研地处于全国不同的区位（华北、华东和华南），并且其旅游吸引物的类型也有

差异（北京、上海为城市旅游目的地，海南更大程度上是自然旅游目的地），不同类型的

旅游者能够更客观地反映其环境质量感知。正式调研之前，收集了 100份预调研数据，

并进一步完善题项表述、问卷式样等问题。正式调研是在2018年3月17至24日，调研时

间涵盖了工作日及双休日，调研人员由6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组成。采用便利抽样及分

层抽样方法，控制每个调研地中样本的来源地结构，尽量做到各省份均衡分布。每个调

研地发放 300份问卷，有效问卷回收数量分别是北京 293份、上海 281份、海南 296份。

样本来源地涉及到除西藏、香港、澳门、台湾以外的30个省市，但考虑到宁夏、新疆、

青海、海南样本量较少，因此将这四个省份的样本剔除，最终有效问卷数量为 850份。

各调研地样本的来源地结构如图1所示。

2.3 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

2015年6月，西安交通大学首次对外发布了中国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EQI），受

到了业界及政府管理者的广泛关注和认可。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是绝对污染排放指数

与绝对环境吸收指数经过数学计算而得的综合评价指数，也被称为绝对环境质量总量指

数 [33]。不同区域的指数比较是从绝对量的角度出发，绝对总量指数越大，环境质量越

差；反之，环境质量则越好。本研究将各省份 EQI 值作为环境质量的专业客观评价标

准，与相应省份的旅游者环境质量感知进行对比分析。

图1 游客来源地柱状图

Fig. 1 Histogram of tourists'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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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3.1 量表内部一致性及描述统计

首先采用克朗巴哈系数对各子量表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如下：北京样本环境

现状子量表α=0.92，未来环境质量子量表α=0.96；上海样本环境现状子量表α=0.92，未来

环境质量子量表α=0.96；海南样本环境现状子量表α=0.90，未来环境质量子量表α=0.94。

各子量表均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内部一致性。

Tosun[34]研究发现，5点李克特量表的测量结果，题项均值1~2.4表示消极结果，2.5~

3.4表示中立，3.5~5表示积极结果；与之相应，-2~-0.6表示更差，-0.5~0.4表示中立，

0.5~2表示更好。如表1所示，整体样本当前环境质量均值范围是3.0~3.8之间，整体环境

表1 整体样本的环境质量感知

Table 1 Environmental quality perception of the overall sample

当前状况

A1饮用水状况

A2河流和湖泊状况

A3生物多样性的程度

A4空气质量

A5城市公园和绿色空间状况

A6森林和荒野地的状况

A7交通工具对环境的影响

A8人口数量对环境的影响

A9气候变暖

A10垃圾管理

A11人造环境的美学质量

A12视觉污染

（如广告牌、垃圾）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均值

3.62

3.60

3.18

3.32

3.52

3.13

3.46

3.58

3.51

3.36

3.36

3.00

3.58

3.85

3.33

3.45

3.50

3.24

3.20

3.23

3.12

3.20

3.12

3.04

3.29

3.25

3.13

3.17

3.56

3.12

3.41

3.72

3.33

3.17

3.38

3.12

未来（20年之后）变化

B1饮用水状况

B2河流和湖泊状况

B3生物多样性的程度

B4空气质量

B5城市公园和绿色空间状况

B6森林和荒野地的状况

B7交通工具对环境的影响

B8人口数量对环境的影响

B9气候变暖

B10垃圾管理

B11人造环境的美学质量

B12视觉污染

（如广告牌、垃圾）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您居住的省

目的地

全国范围

均值

0.57

0.67

0.48

0.48

0.55

0.43

0.30

0.35

0.22

0.44

0.48

0.36

0.86

0.90

0.81

0.46

0.48

0.40

0.40

0.40

0.35

0.22

0.18

0.16

0.15

0.15

0.11

0.77

0.85

0.76

0.91

0.94

0.87

0.58

0.61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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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感知为可接受到较好水平；未来环境质量均值均在0以上，表明旅游者认为整体上

未来环境质量会变得更好。

表2为三组样本的人口统计信息。性别上，除海南样本中男性比例稍高外，总体上

男女比例相当。年龄结构方面，以18~30岁的年轻人为主，尤其是在北京和上海，这一

比例在80%以上；海南作为知名度假旅游目的地，旅游者年龄分布更加均衡，30岁以上

的样本比例高于北京和上海。三组样本的受教育水平，60%以上为“大学本科”，其他受

教育层次也均有分布。家庭状况方面，大部分受访者未婚，总体比例达到67%。

3.2 当前环境质量感知

3.2.1 整体样本环境质量感知空间偏差

使用双向混合设计方差分析，探索整体样本居住地、目的地、全国三个空间尺度环

境质量感知的差异。把三个空间尺度做为组内因素，把“省份”做为组间因素。由于各

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高，所以方差分析过程中，各组数据都使用均值。Mauchly球形

度检验中，P<0.05，说明数据不服从球形假设，以多变量检验（Multivariate Test）的结

果为参考标准。

结果发现，三个空间尺度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效应，F值为101.09，P值<0.001，f 2=

0.20，根据科恩[35]的论证，这属于中等效应。对三种空间尺度的环境质量感知做进一步的

对比发现，居住地的环境质量低于旅游目的地（P=0.005，差值=-0.079），但却远高于全

表2 样本统计特征

Table 2 Basic statistics of samples

基本信息

性别

男

女

年龄

18岁以下

18~30岁

31~45岁

46~60岁

60岁以上

教育水平

高中及以下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家庭状况

未婚

成婚无子女

成婚有子女同住

子女成人单独居住

北京

样本数/个(频数/%)

147(50.5)

144(49.5)

6(2.1)

233(80.1)

44(15.1)

8(2.7)

0

31(10.7)

67(23.0)

147(50.5)

46(15.8)

213(73.2)

31(10.7)

45(15.5)

2(0.7)

上海

样本数/个(频数/%)

124(45.3)

150(54.7)

5(1.8)

230(83.9)

36(13.1)

3(1.1)

0

35(12.8)

71(25.9)

128(46.7)

40(14.6)

209(76.3)

25(9.1)

39(14.2)

1(0.4)

海南

样本数/个(频数/%)

170(58.2)

122(41.8)

10(3.4)

180(61.6)

70(24)

22(7.5)

10(3.4)

49(16.8)

59(20.2)

134(45.9)

50(17.1)

153(52.4)

46(15.8)

79(27.1)

14(4.8)

总计

441(51.5)

416(48.5)

21(2.4)

643(75.0)

150(17.5)

33(3.9)

10(1.2)

115(13.4)

197(23.0)

409(47.7)

136(15.9)

575(67.0)

102(12.0)

163(19.0)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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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环境质量（P=0.000，差值=0.264）。这说明旅游者在与全国环境质量相比时，呈现明

显的空间乐观，而在与旅游目的地环境质量相比时，又呈现相对的悲观。

3.2.2 各省份旅游者环境质量感知空间偏差

为了验证各个省份旅游者是否存在环境质量感知的空间偏差，首先用当前环境质量

均值分别减去旅游目的地、全国环境质量均值，计算当前环境质量的相对乐观评分。

“0”以上的评分表示被访者认为居住地环境质量优于目的地、全国；反之，则表明目的

地和全国环境质量更好。然后对每个省份的样本进行单样本T检验，检查这些得分是否

显著不同于“0”。结果发现，26个省份中，12个省份呈现显著的相对空间乐观，即居住

地环境质量评价显著高于全国；8个省份未发现显著差异；河北、河南、山西三个省份

旅游者认为居住地环境质量水平明显低于全国水平。与之相反，贵州、云南、浙江三个

省份旅游者认为当地环境质量水平高于旅游目的地水平；7个省份旅游者认为当地环境

表3 当前环境质量感知差值单样本T检验

Table 3 A single-sample T-test for perceived difference in current environmental quality

样本来源地

1. 安徽(N=50)

2. 北京(N=29)

3. 福建(N=32)

4. 甘肃(N=15)

5. 广东(N=58)

6. 广西(N=19)

7. 贵州(N=21)

8. 河北(N=39)

9. 河南(N=53)

10. 黑龙江(N=39)

11. 湖北(N=41)

12. 湖南(N=34)

13. 吉林(N=20)

14. 江苏(N=47)

15. 江西(N=29)

16. 辽宁(N=33)

17. 内蒙古(N=18)

18. 山东(N=55)

19. 山西(N=36)

20. 陕西(N=23)

21. 上海(N=26)

22. 四川(N=34)

23. 天津(N=30)

24. 云南(N=14)

25. 浙江(N=37)

26. 重庆(N=18)

全国EQI均值

居住地减目的地均值(显著性)

0.02(0.798)

-0.69(0.000***)

0.12(0.206)

-0.26(0.140)

0.07(0.374)

0.18(0.141)

0.29(0.025*)

-0.52(0.001***)

-0.64(0.000***)

-0.34(0.015*)

-0.09(0.496)

0.10(0.387)

0.09(0.578)

0.03(0.771)

-0.03(0.792)

0.12(0.168)

-0.27(0.171)

-0.30(0.005**)

-0.62(0.000***)

-0.29(0.036*)

0.10(0.312)

0.04(0.716)

-0.22(0.078)

0.61(0.015*)

0.30(0.000***)

0.18(0.303)

居住地减全国均值(显著性)

0.17(0.032*)

-0.11(0.347)

0.39(0.000***)

-0.12(0.515)

0.56(0.000***)

0.39(0.003**)

0.44(0.004**)

-0.18(0.044*)

-0.24(0.001***)

0.17(0.166)

0.17(0.097)

0.29(0.003**)

0.22(0.179)

0.23(0.016*)

0.27(0.007**)

0.16(0.059)

0.07(0.543)

0.05(0.465)

-0.31(0.001***)

0.05(0.637)

0.36(0.001***)

0.37(0.001***)

-0.21(0.032*)

0.80(0.002**)

0.53(0.000***)

0.31(0.032*)

EQI值

61.10↓
9.69↑

38.35↓
30.62↑
45.41↑
45.51↑
45.84↑

169.15↓
89.98↓
42.15↑
51.60↑
50.33↑
31.70↑
68.10↓
58.15↓
117.61↓
88.61↓
112.11↓
125.07↓
45.39↑
17.34↑
67.89↓
11.30↑
56.77↓
34.29↑
23.15↑
53.93

注：*、**、***分别表示P在0.05、0.01、0.001水平显著；↑、↓分别表示EQI值大于、小于全国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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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差于旅游目的地；16个省份未发现显著差异。具体差值及显著性水平如表 3所示，

各省份样本环境质量感知均值趋势见图2。之后将这一结果与客观环境质量评价的EQI值

进行对比，发现 8 个省份的旅游者对居住地环境质量的感知高于客观水平，即相对乐

观；7个省市的旅游者对居住地环境质量的感知低于客观水平，即相对悲观。此外，考

虑到三个案例地的EQI值较低（EQI排名分别是北京第二，上海第五，海南第一），大多

数省市旅游者在对比居住地与旅游目的环境质量时依然存在相对乐观的态度（如表3所

示，居住地与旅游目的地差值不显著）。

3.3 未来环境质量评估

3.3.1 未来环境质量趋势

通过对未来环境质量子量表进行分析，可以了解旅游者对未来环境质量变化趋势的

感知。对三个空间尺度（居住地、目的地、全国）的未来环境质量均值进行单样本T检

验，检验值为0，均值差低于0表示悲观，均值差大于0表示乐观。结果发现，三个空间

尺度上均呈现出显著的时间乐观：居住地未来环境质量，均值=0.51，P<0.001；目的地

未来环境质量，均值=0.55，P<0.001；全国未来环境质量，均值=0.46，P<0.001。因此，

被访旅游者认为整体上未来环境质量会变得更好，呈时间乐观倾向。各省份样本环境质

量感知未来趋势变化如图2所示。

3.3.2 各省份旅游者环境质量感知时间偏差

在整体样本呈现时间乐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各个省份旅游者对未来环境质量感

知的“乐观”差异。对整体样本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三个空间尺度的未来环境质量

图2 各省份样本环境质量感知现状及未来趋势

Fig. 2 Environmental quality perception and future trend of samples in each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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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作为因变量，居住地省份作为因子，

方差齐性检验P>0.05，通过方差同质性检

验。两两比较采用比较稳定的 LSD 检验，

各省市具体的未来环境变化感知差异如图3

所示。尽管绝大多数省市至少与一个其他

省市存在显著差异，但一些省市旅游者依

然呈现更加明显的乐观或相对悲观态度。

陕西比 13 个省市旅游者都更乐观，河南、

贵州、天津比 5 个省份旅游者更乐观，山

西比 3 个省份旅游者更乐观。与之相对

应，广西比 9 个省市旅游者更悲观，山

东、广东比 5 个省份旅游者更悲观，北

京、甘肃比 4 个省份旅游者更悲观。而福

建、吉林、内蒙古、云南 4个省/自治区旅

游者的未来环境感知与其他省市均无显著

差异。“时间乐观”程度最低的样本是广西

省，其未来环境质量评价最低的指标集中

在水资源方面（饮用水及河流），这可能与

近两年漓江流域非法采石问题及部分河流

湖库水质恶化有关（南流江、西门江、武

思江等水质下降明显）。“时间乐观”程度最高的样本是陕西省，其未来环境质量评价最

高的指标集中在人造景观质量、城市绿地、森林荒野及垃圾管理方面。

4 讨论

本研究针对不同省份旅游者对居住地、旅游目的地及全国的环境质量感知进行研

究，弥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来看，旅游者对当前环境质量

感知呈现空间相对乐观、对未来环境质量变化趋势也呈现了相对乐观的态度。26个省市

中，8个省市表现出相对空间乐观，而7个省市则相对悲观。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省市的

旅游者都认为未来环境质量会变得更好，但依然有部分省市表现出了较低的乐观倾向。

当然，各个省市也存在明显差异，这有助于各个地方及全国制定相应的环境政策，并且

会有助于改善相关群体的环境行为。

4.1 空间偏差

从总体样本的环境质量感知来看，空间乐观的现象明显存在。在混合方差分析中，

旅游者对于居住地环境质量评价虽低于旅游目的地，但显著高于全国。这与前人的研究

一致，证实了空间乐观偏差现象的存在[2,19,22,36-37]。环境空间偏差可能是对某一区域认知偏

差导致的结果，即地方服务偏差（Place-serving bias） [38]。相关研究发现，个人会努力保

持与之相关的积极的地方身份，如果在个人密切相关的区域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该人

则有可能忽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23]。同时，地方依恋与环境质量感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

系，个人与居住地之间会形成强烈的情感纽带，这会为个人提供安全感，从而导致个人

注：1. 本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

下载审图号为 GS(2016)2556 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2. 红色系代表“时间乐观”程度显著高于其他省份，颜色

越深乐观程度越高；绿色系代表“时间乐观”程度显著低

于其他省份，颜色越深乐观程度越低。

图3 各省市未来环境质量感知“时间乐观”的差异

Fig. 3 Differences of "time optimism" for the perception of

future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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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质量感知的空间乐观偏差[39]。省市区域的旅游者会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居住的地方

环境质量更好，就像Bonaiuto等[24]关于海滩污染的研究中发现，具有较强国家认同的个

体比那些民族主义意识淡薄的个体认为污染物更少。值得注意的是，个人对环境问题的

责任感与空间尺度呈反相关，也就是说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对当地的环境问题负责，但他

们通常却认为这一区域环境质量最好。而他们认为环境质量较差的空间尺度，却又认为

自己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与以往研究对象居民相比，旅游者对居住地环境质量评价显著低于更远距离的旅游

目的地（P=0.005，差值=-0.079）。Gifford等[22]的研究发现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居民对

环境质量的评价会越来越差，这一研究结果与Dunlap等[2]、Musson[38]、Uzzell等[36]的观点

一致。但本研究中，旅游活动自身的审美特性决定了旅游者在选择目的地时，更多关注

环境条件较好的区域，环境质量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旅游决策和目的地的选择；同时，旅

游者在目的地的亲身感受会进一步加强其环境评价，这导致了目的地环境质量感知优于

居住地的现象。因此，在旅游活动这一特定背景下，“空间乐观”现象并非完全与空间距

离呈反相关。但旅游者在目的地逗留时间与活动空间有限，其环境感知出现偏差的可能

性较大，这也可能是目的地环境评价较高的原因之一。而考虑到个人对居住地环境质量

感知的乐观情况与地方依恋密不可分，因此影响旅游者环境感知的因素会更复杂。

空间乐观偏差虽然很明显，但并不是普遍存在的。通过单样本T检验发现，各省市

之间环境质量感知存在明显差异。安徽等8个省份旅游者环境质量感知明显高于全国水

平，然而其客观环境质量EQI值却低于全国平均值。通常来说，客观环境质量越好的区

域，公众的空间乐观程度会越明显[22]，但Uzzell等[36]的跨文化研究发现，空间偏差的现象

比较稳定，似乎不受客观环境质量差异的影响。本研究发现，空间乐观偏差较明显的样

本省市集中分布在秦岭—淮河沿线以南，即公众长久以来主观感知上环境质量较好的区

域。这一现象说明，当前旅游者的环境认知与实际情况不符，环境教育及环境知识水平

仍有待提高。天津、北京等七个省市旅游者环境质量感知存在相对悲观，尤其是天津样

本，居住地环境感知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京津冀区域长期以来的空气质量较差

有关。但其客观EQI值却排名全国第三，也侧面说明了公众环境知识的缺乏。

本研究选取了三个不同旅游目的地调研旅游者的环境质量感知，通过单样本T检验

发现，只有案例地北京的当前环境质量评价显著低于旅游者居住地（其中评价最低的是

空气质量指标），案例地上海与居住地差异不显著，而海南环境质量评价显著高于旅游者

居住地省份。这与客观评价（EQI值北京排名第二）是不相符的，原因可能是近年来社

交媒体等渠道频繁报道北京周边雾霾、沙尘暴等恶劣环境，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使北京环境较差的形象得以广泛传播。这种现象已有相关研究论证，例如Uzzell等[36]曾

质疑过“大众媒体的报道，环境组织的发展和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是否使公众更多

的关注更远距离的环境问题而不是当地的”。而且，就像Hatfield等[20]所提出的那样，旅

游者可能会被这些报道或口号所误导，使大家更多关注全国、全球等更远距离的环境问

题而忽视周边环境的脆弱性，并最终抑制环境责任行为的践行[40]。然而，另一方面，旅

游者通过亲身感受，依然认为北京环境质量较差，这应该引起旅游目的地注意，以期营

造更好的旅游环境，进一步提高旅游者的旅游体验。

4.2 未来趋势

本研究与Dunlap等[2]、Gifford等[22]的研究不同，整体样本对未来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呈

2300



11期 张业臣 等：旅游者环境质量感知的时空偏差

现明显的乐观态度。这一结果不仅仅体现在某一个空间尺度，居住地、目的地、全国未

来环境质量感知均会变得更好。这符合一个普遍的共识，即人们通常会对未来的个人风

险持乐观的态度。但国外相关研究认为，在未来环境问题评估上，公众通常会持悲观态

度，人们认为未来的环境会持续恶化并危害个人及家人身体健康。本文相反可能是时间

贴现的影响，环境危害是未来很久才会发生的事件，暂时不能引起旅游者的广泛关注，

从而对未来环境的研究结果变化趋势持有乐观态度。另外，国家层面生态文明建设战略

的实施，也会增强旅游者对未来的自信，表现出明显的乐观偏差。当然，国内旅游者与

国外公众相比，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也是导致未来环境质量评估差异不容忽视的因素[5,41]。

在一项涉及17个国家关于世界未来变化的调查中，中国是被调查国家中最乐观的。这与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基因有关，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释道均倡导积极乐观的

人生态度，这养成了中国人乐观积极的性格。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对未来环境质量评估

的过分乐观态度，可能会阻碍旅游者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防止环境质量恶化[17]。

方差分析发现，各省市之间对未来环境质量感知的乐观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河北、

山西、河南、陕西等省份旅游者对未来环境质量感知相对更加乐观，而广东、广西、北

京（集中表现在垃圾管理、气候变暖、空气质量、人口数量、交通工具对环境影响方

面）等省市乐观程度相对较低。在与各省市当前环境质量感知差异对比之后，发现对环

境现状感知较好的省市未来环境质量感知乐观程度较低。这可能是环境感知中的“天花

板现象”，即旅游者认为当前环境质量已经足够好，未来进步的空间较小。但本研究中环

境评价更多是主观感知，如前文所述，与客观环境质量存在一定差异，这种现象可能会

影响旅游者个人的环境保护行为。另外，对当前环境质量感知较差的省市未来环境感知

却相对乐观，相关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一现象[19]。分析其原因，有可能是在生态文明建设

的大背景下，各地政府更加重视对环境污染的整治力度，从而给了旅游者更强的信心，

认为未来环境会越来越好。

5 结论

本研究以北京、上海、海南三个案例地，调查了全国各省市旅游者对居住地、旅游

目的地以及全国环境质量的主观评价，完成了预设的三个研究目标。首先，受访旅游者

对居住地当前环境质量感知与全国相比存在乐观偏差，即“空间乐观”；与旅游目的地相

比却是悲观倾向，即居住地环境质量不如旅游目的地；未来环境质量感知三个空间尺度

均存在明显的乐观倾向，即“时间乐观”。其次，旅游者与居民相比，对更远距离的旅游

目的地环境质量评价高于居住地，呈现相对的悲观倾向；再次，不同省市区域的旅游者

环境质量感知存在明显差异。

乐观的空间偏差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它会削弱旅游者解决当地环境问题的热

情，抑制个人的亲环境行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

会在某一阶段越来越突出，这就需要公众及政府正确地认识评价环境问题。当前，中国

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但本研究发现，受访旅游者的环境

知—意—行模式（环境知识、环境意识、环境保护行为）有待进一步提高。另外，在环

境教育及宣传过程中，应着重强调与个人密切相关的微观环保内容，这更能激起旅游者

的环境责任感。环境质量感知是旅游者践行亲环境行为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它对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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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环境行为会产生何种影响，以及通过哪些变量产生影响，未来值得进一步地研究关注。

本研究虽然完成了预设研究目标，但依然存在一些局限与不足。第一，本研究调研

时间为工作日及双休日，缺少国家法定节假日样本，导致研究样本的完整性不足，没能

涵盖旅游者的全部特征。第二，本研究揭示了旅游者环境质量感知偏差这一现象，但现

象背后的原因及影响因素在本次调研中未能详细调查。这都是未来需要改进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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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quality assessment research is mostly based on objective and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and it is less common to measure the evaluation or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by residents or tourists. Ordinary people's evaluation may affect their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thus promo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bias of tourists' perceptions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by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perceptions of residents, destinations, national spatial scales and current

and future time scales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Hainan. Some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in Beijing (293), Shanghai (281), and Hainan (296). Data were processed using two-

way mixed analysis of variance, one- sample T test, and one- way ANOVA.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quality perception of the surveyed tourists is optimistic bias

compared with the whole country, that is, "spatial optimism" (the F value of the two- way

mixed variance analysis is 101.09, P value<0.001, f 2=0.20). Compared with the destination, it

is pessimistic (P=0.005, difference=-0.079), which means that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the

place of residence is not as good as that of the tourism destination. There is a clear optimistic

tendency for the future environmental quality perception, that is, "temporal optimism" (the

future environment quality of the place of residence, mean=0.51, P<0.001; destination future

environmental quality, mean=0.55, P<0.001; national future environmental quality, mean=0.46,

P<0.001). (2) Tourist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cities have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current

environmental quality. Compared with objective environmental quality assessment (EQI value),

tourists in 8 provinces such as Anhui are relatively optimistic, and tourists from 7 provinces

and cities such as Beijing are relatively pessimistic. There are also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optimistic bias in the perception of the futur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tourists. Tourists in

Hebei, Shanxi, Henan, and Shaanxi provinces are more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environmental quality, while those in Guangdong, Guangxi, Beijing and other provinces and

cities are less optimistic.

Keywords: environmental quality;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temporal and spacial bias; tou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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